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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民眾幸福感成因之探究
—調節式中介模型分析

蕭瑞民 *

*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摘要】

聯合國每年固定發表「全球幸福指數報告」，公布幸福感的世界

排名，台灣在亞洲僅次於新加坡。針對台灣各縣市做的幸福感調查

中，宜蘭縣每每名列前茅。為何宜蘭居民有這麼高的心理幸福感受？

純粹只是「好山好水」環境的影響嗎？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

題。本研究採用 2017年《宜蘭地區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第二次基本

調查》資料進行量化分析，採用「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檢定宜蘭

民眾「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探討

「人際信任」、「經濟能力」兩個因素的調節效果。

本研究發現有三，一、網絡規模的確能夠中介社會階級與心理幸

福之間的關係，三者之間存在著「部分中介」的效果。二、人際信任

會調節「社會階級—網絡規模」之間的關係。三、經濟能力會調節

「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亦即，兩者均存在「調節式中

介效果」。經由本研究的探討，能夠深入了解宜蘭人心理幸福的影響

機制，對於宜蘭在地研究有具體的貢獻。

關鍵字： 宜蘭研究、社會網絡、心理幸福、調節式中介效果、健康與
福祉



宜蘭縣民眾幸福感成因之探究—調節式中介模型分析 

2

An Exploration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ell-being of Yilan County Residen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Analysis

Hsiao, Jui-Mi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Abstract

Each year, the United Nations releases 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 

ranking global well-being and disclosing happiness levels worldwide. 

Taiwan consistently ranks high in Asia, trailing only behind Singapore. 

In happiness surveys conducted across Taiwan’s cities and counties, 

Yilan County frequently emerges as a frontrunner. What accounts for the 

remarkabl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experienced by Yilan residents? Is 

it solely attributed to the infl uence of its ‘beautiful natural environment’? 

This is a topic worthy of in-depth exploration. This study utilizes data 

from the 2017 'Second Basic Survey of Social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Yilan Region’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Employing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he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 Network Size -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Yilan residents. Furthermore, it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Economic Capabil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threefold: 1.Network size indeed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psychological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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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displaying a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2.Interpersonal trust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network size. 

3.Economic capabil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work siz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ignifying the presence of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between the two.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influencing Yilan 

resid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s attained, offering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localized research in Yilan.

Keywords： Yilan research, social network,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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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一、研究背景

根據天下雜誌九月份公布的幸福城市大調查，宜蘭以接近百分之九十五的幸福

回應比例，高居整體幸福感調查第一名。如果幸福感是物質和非物質條件權衡加

減，這麼高比例的幸福感，反映宜蘭這片樂土，正堅定朝向全面美好的城市邁進。

緊鄰縣政中心、宜蘭運動公園的宜蘭科學園區，是台灣唯一結合生態、生活與科技

的園區。園區可租用土地面積三三．八二公頃，在土地開發已飽和的北臺灣，提供

另一塊產業建廠的基地。這些優勢，未來也將隨著鐵路高架在園區外設立縣政中心

站，引領更多人口來到宜蘭（天下雜誌，2020）。

宜蘭縣的幸福指數三年來一路攀升，從第八名進步到第五名，再從第五名進步

到第四名，宜蘭縣不論是在客觀幸福力，或是主觀幸福感，雙雙上升，屬於主客觀

雙優的七縣市之一。在進步最多的項目，主觀幸福感方面，是社群關係，較去年進

步了 5.7分，更拿下全台縣市排名第一（蘇秀慧，2019）。

台灣世界新聞傳播協會 5日公布「22縣市有感施政大調查」，宜蘭縣在 16縣

市中，環境保護、觀光旅遊獲得金獎殊榮，在「幸福感」中，外島的澎湖、金門拿

下前 2名，本島 14縣市宜蘭縣幸福感 89％最高，花蓮縣居次（李忠一，2021）。

「幸福」（psychological well-being）是指一種情緒的快樂、滿足，當一個人

經歷正向經驗、達到某種成就或渴求時，都會令人感到心理幸福，而生活滿意度被

廣泛視為個人心理幸福、心靈健康的重要指標。以上新聞說明在全國各縣市幸福感

調查中，宜蘭縣每每名列前茅，整體而言，宜蘭有什麼樣的自然、人文和社會條

件，可以在國人幸福感的評比中拔得頭籌？影響宜蘭縣居民心理幸福感的因素為

何？

以上提及的較多關注於外在指標，但內在方面，就是社會網絡、人際信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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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幸福感會透過哪些內在機制有增強的作用，宜蘭在地顯現出何種特殊性？是值

得深究的研究議題。

每年的三月二十日為「國際幸福日」，每當這一天聯合國都會發表「全球幸

福指數報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WHR）」，公布幸福感的世界排名。WHR

衡量國家幸福感有六大指標，分別是：人均 GDP、社會支持、健康壽命預期、人

生抉擇的自由、慈善捐款行為、政府貪腐程度（Helliwell, Layard and Sachs, Neve, 

Aknin and Wang, 2023）。根據 2022年的幸福報告，總計 137個國家中由芬蘭拿下

圖 1

世界幸福地圖

資料來源： https://www.visualcapitalist.com/worlds-happiest-countries-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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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丹麥、挪威位居第二和第三名，而台灣則是排名第 27名，亞洲國家中僅

次於 25名的新加坡，表現十分亮眼。

除了國際性報告，國內也有針對不同都市的幸福感調查，如表 1所示：天下

雜誌《2002幸福城市大調查》評比指標為環境力、施政力、文教力、社福力等指

標，宜蘭縣得分為 2.34，居於非六都 16個縣市的第九名（天下雜誌，2019）；經

濟日報主辦的《2018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全台二十個縣市中，幸福指數 61.1

分的宜蘭縣排名高居全國第四（經濟日報，2018）。由此可見，以全台灣各縣市比

較而言，宜蘭居民的幸福程度屬於前段班。

經由上述國際評比指標觀之，「社經地位」乃基於收入、教育和職業等因

素，呈現出社會地位的總體衡量，與幸福感有密切的關連（McLeod and Owens，

2004 ; Wanberg, et al, 2020；黃銘福、黃毅志，2010；張芳全、夏麗鳳，2011）。

表 1

台灣各縣市幸福感排名

資料來源：2022天下雜誌幸福城市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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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經地位是工業化之後的產物，回歸到理論本質是Marx傳統的「社會階級（social 

class）」概念。本研究探討宜蘭縣居民社會階級如何影響心理幸福。

再者，從上述幸福感調查選擇的指標看來，社會支持、社群關係、聯繫強度

等因素也是形塑心理幸福不可或缺的因素。社會學家提及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指的是人際間的連帶關係，重點不在於個人，而是人與人之間能夠提

供的各項支援，例如情緒支持的情感性支援、訊息資源的工具性支援，經由產生連

帶對象、聯繫過程的強度，從中產生各種形式的社會功能（傅仰止，2002；熊瑞

梅，2001；Burt, 2000；Yen, Fu and Hwang, 2016）。穩定的情緒調節可協助個體形

表 2

台灣各縣市幸福感排名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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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足夠的安全感，並進一步促進個人擁有自我信心與能力，探索向外環境中的人

事物，以發展出自我價值感以及對自我之「信任關係」（Ainsworth, 1989； Perry, 

2001）。人際信任研究中，最廣被使用的定義是「基於對他人意圖或行為的正向

預期而產生的一種願意接受自己處於可傷害性的心理狀態」，人際信任有時衍生

於正式組織，有時基於自願性的非正式團體，如上司和部屬間，或是同儕的人際

往來（Colquitt, Scott and LePine, 2007；Dirks and Ferrin, 2002；陳嵩等，2011；黃

賀、蘇英芳，2005；鄭伯壎，1995）。經研究發現（如 Buehler, Benson and Gerard, 

2006；Davies and Cummings, 1994），經由信任關係可進而提升心理幸福感。

關於幸福感的研究很多，但針對宜蘭地區的相關研究則比較少。如林大森

（2016）從「依附」觀點出發，探討宜蘭縣高中生家庭、學校、社區對高中生身心

憂鬱的影響。發現建立正向親子關係無法消弭青少年的憂鬱傾向，且親子衝突會強

化其憂鬱症狀；師生親近與憂鬱有關，但與同儕相處融洽者，更能有效降低身心憂

鬱；社區機能與憂鬱有微弱關連，然社區意識對憂鬱的舒緩最為有利。林大森、蕭

瑞民（2017）以宜蘭縣居民為研究對象，系統性地研究社會網絡和幸福感的關係，

發現：1.老年民眾之情感型網絡較有鄉鎮差異、中年民眾則是工具型網絡有較大的

鄉鎮差異。2.「空間距離近」的情感網絡對幸福感最為重要、工具網絡則是「親屬

距離短」最能夠提升幸福感。3.居住在宜蘭市的居民，幸福感明顯高於其他 11個

鄉鎮。陳偉瑀（2016）研究結果發現，幸福感為主觀評估目前生活現況滿意、愉快

程度，可視為國民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觀光客會選擇具有適當的挑戰性且符合個

人技能條件做為參與該項活動的條件。葉明勳、陳碩菲（2019）調查宜蘭地區 65

歲以上長者主觀幸福感、自覺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的狀態，研究發現，參與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的活動，確實能提升宜蘭縣長者的主觀幸福感。

前述報導點出了宜蘭民眾有著全台民眾數一數二的高幸福感，但哪些因素造就

了幸福感受？過去幾乎沒有針對宜蘭的大樣本調查探究此一議題。本論文之分析資

料來自於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蕭瑞民教授等人在 2017年五月完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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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地區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第 2次基本調查》研究計畫，將從社會階級、網絡

規模、人際信任等度切入，分析影響宜蘭居民心理幸福的機制。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以 2017年《宜蘭地區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第 2次基本調查》蒐集

之資料進行分析，該調查乃以設籍在宜蘭縣 12個鄉鎮市的居民為母體，成功施測

1,203居民的大樣本調查研究。本研究的具體研究目的如下：

1. 描述樣本性別、年齡、族群身分、居住鄉鎮等背景變項，以及社會階級、網絡

規模、人際信任、心理幸福之基本狀況。

2. 探討在「社會階級」對「心理幸福」影響過程中，「網絡規模」所扮演的中介

角色。

3. 分析「人際信任」、「經濟能力」在上述因果關聯中的調節關係。併進一步探

討是否具有「調節式中介效果」。

4. 呈現研究結果，提供公部門具體的政策與實務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階級的理論與研究

社會階級、中產階級⋯⋯是大眾都能琅琅上口的辭彙，但階級意涵為何？學理

上分為「階級」（class）和「階層」（stratifi cation），前者是Marx傳統，由於對

生產工具、經濟資源的掌握程度，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後者則是Weber學

派，將社會看成從高到低一層一層的結構，分層準則不僅是經濟面向，也涉及了權

力（政治地位）、財富和收入（經濟地位）、聲望（社會地位）甚至是生活風格；

權力是指個人對他人強加影響的能力，財富和收入指擁有經濟財產，聲望則指獲得

良好的評價或社會認可（Weber, 1982）。無論階級還是階層，都是描繪社會不平

等（inequality）這個普遍存在的既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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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層級之間存在相互流動的可能性，謂之社會流動，一旦流動就涉及擁

有資源變更，向上流動者財富、聲望、權力都會增加，反之亦然。如果流動發

生於世代之間，稱為「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即子女的階級

位置高於／或低於父母；反之，流動發生於自身世代之內，稱為「代內流動」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如果以鉅視面社會整體作為分析對象，則還有兩種

流動的分析：假設社會結構無重大改變，分析總體代內流動和代間流動機會是否不

同，稱之為「循環流動」（circulation mobility）；反之，關注整體社會結構的變遷

所引發的流動，稱為「結構流動」（structural mobility）（Andersen et al., 2016）。

根據林宗弘（2009）的分析，台灣的各階級在 1970 年代前／後出生者，有如

圖 2的差距，1970 年代之前以「自雇者」比例最高，「專家╱技術工人」最低，

且從此至「資本家」逐漸升高。可是 1970 年代後呈現逆轉之勢，「專家╱技術工

圖 2

台灣階級流動終點發生率的世代差異

資料來源：林宗弘（2009），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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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資本家」逐漸降低，逆轉走勢十分明顯，故稱之為「1970 後世代黑手變

頭家逐漸消失」（林宗弘，2009）。

以上是以「類別」的概念描述階級，此外亦有「等級」的觀點。中研院的《台

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歷年來經常提及一個題目：「我們社會中，有一群人比較

接近上層，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下層，請問您認為您自己最接近這個圖表裡面的哪一

層？」由於回答兩極端的比例較少，所以合併處理。圖 3顯示，台灣民眾認同自己

階層於中間（第五層）的比例最高，很穩定都在 35%∼ 40%之間，其次為第六層

和第三 +四層（約 15%∼ 25%）之間，再往下則是第七 +八層、第一 +二層（約

5%∼ 15%），最低比例為最高的第九 +十層（約 3%以下）。從以上的統計數字

看來，呈現了台灣民眾的認同有三大現象：一是中間居多，兩極端少，頗具常態分

配的雛型。二是多年來變遷有限，民眾感知呈現穩定狀況（林大森，2023）。

新韋伯學派學者 Erikson and Goldthorpe（1992）對於「職業」的分類相當嚴

謹，他們將社會上的職業彙整成高低不同的階級：第一級為專業階級：包含專業人

士，經理人，高階技術人員等。第二級為行政階級：辦公室行政及商務人員，業務

圖 3

台灣民眾主觀的階層位置（2002-2020）

資料來源：林大森（2023），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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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等。第三級為自營階級：小雇主及一般商家等自營工作人員。第四級為農業階

級：農，林，漁，牧等從業人員。第五級為技術工：技術人員，現場監督，技術勞

工等。第六級為非技術工：體力工，機器操作員，工廠作業員等。此兩人學說的重

心在於把Marx重視階級的理論傳統，配合後來工業化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轉換成

為「職業」的概念，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證研究上，都相當受到後續研究者的重視。

二、網絡規模的理論與研究

由許多節點以及節點間關係構成的一個網路結構，稱為社會網路（social 

network），節點通常是指個人或組織（又稱社團）。社會網路代表各種社會關

係，經由這些社會關係，把從偶然相識的泛泛之交到緊密結合的家人關係的各種人

們或組織串連起來，從人與人二者間聯帶接觸至整群人的關連網，因此是一種連接

微觀、鉅視層次之理論與分析工具（Walker, Macbride and Vachon, 1977；傅仰止，

2002；熊瑞梅，2014）。舉凡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合作，彼此相

互溝通即是網絡（Emirbayer and Goodwin，1994；Lin, 2001；Naisbitt, 1984），社

會網路依賴於一種到多種關係而形成，如價值觀、利益、興趣愛好、友誼、血緣關

係等，網路結構往往是非常複雜。

社會網路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用來檢視節點、連結之間的社會關

係的分析方式，節點是網路中的個人參與者，其間可以有很多種連結。相關討論議

題與分析對象有代表人際關係強度的社會整合，以及網絡結構中所蘊含的社會支持

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這些重點不在於行動者個人，而是行動者與行動者

之間的連帶（Coleman, 1988；Lin, 2001）。社會網絡內涵為社會整合與關係內容

（relational content），社會整合指的是關係的強度、頻率；關係的內容指的是關係

的品質，如果關係的內容是正面的、能維持情感的，則為社會支持，如果關係的內

容是負面的、強制的，則為緊張的關係，相關學術研究已經顯示，社會網路在很多

層面運作，從家庭到國家層面都有，並扮演著資源連結的關鍵作用，並決定個人能

否成功實現目標（Lin, 2001；Umberson, et al., 1996；Yen, Fu and Hwang, 2016；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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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瑩、黃毅志，2006）。

社會網絡相關實證研究相當，如Marsden（1987）使用年齡、教育、性別、族

群、都市化等變項分別與網絡指標進行分析，Wellman（1988）則是探討不同關係

類型與不同聯繫強度的關連，發現同事和鄰居佔據大部分小型往來的網絡，親密網

絡大多由親屬和朋友構成，父母子女與兄弟姊妹是最親密的聯繫。Hartup（1996）

認為測量一個個體的友誼，需從三方面著手：是否有朋友、對其朋友的認同、友誼

的品質。Santrock（1998）指出友誼提供了六項重要的功能：夥伴、鼓勵、物質支

持、自我支持、社會比較、親密等。友誼關係會影響到與同儕的互動，亦影響到自

己心理的幸福感。

國內研究部分，熊瑞梅（1999）發現大部分網絡成員是只需短程和本地電話便

可聯絡，可見大部分的網絡成員地理親近程度都很強。吳齊殷、李文傑（2003）認

為友誼應放在不同的層次及脈絡下討論，譬如：有沒有朋友、有沒有相識的人、你

認為他（她）是你的友伴，他認不認為你是他（她）的友伴，因為友誼是人與人間

相互關係的主要形式。在社會網絡特性、互動結構與友誼動態的關係，謝雨生、吳

齊殷、李文傑（2006）探討青少年的個人網絡特性和友誼動態之間的關係，發現

青少年的友誼網絡是動態的，並不是固定不變的，網絡會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改變，

班級總體友誼動態結構則受到班級總體互動結構的影響。林南、陳志柔、傅仰止

（2010）詢問受訪者最近跟哪些人「討論重要的事情」，並追問這些人跟受訪者的

關係、以及他們的個人特質（性別、教育、職業），由此測出受訪者自我認知的核

心網絡，進而呈現個人社會資源特徵。

傅仰止（2014）提及，網絡結構用以分析的測量單位，以網絡規模、網絡密

度、聯繫強度三者最為重要，所謂的「網絡規模」（network size）代表一個人人

際環境的大小，就是網絡中的成員數，可視為社會資源（Marsden, 1987；Tang, Mu 

and MacLachlan, 2008），因退出職場、同輩親友逐漸死亡、年老行動不便、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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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低，故老年人的網絡規模通常比較小（Kadushin, 2012；Lin, 2001；Hsung et 

al., 2009；Lin et al, 2014）。「網絡密度」（network density）則代表社會支持以受

訪者人際環境的平均關係強度測度之，密度大指網絡成員彼此多有聯繫；密度小則

指網絡成員分屬不同社會圈、非重疊且異質性高，有助於行動者資訊多元化（Burt, 

2000；Phelps, 2010）。

一個人擁有多少社會網絡與人際關係，往往會影響到從這些人際關係中可以得

到的社會支持，進而提高心理幸福，這是社會網絡與心理幸福之間的關聯，兩者呈

正相關。如社會網絡變項的社會整合和關係品質，對心理幸福的影響大，也就是說

社會整合和關係品質愈高，即社會網絡愈佳，心理幸福感愈強。林俊瑩、黃毅志

（2006）發現社會網絡對心理幸福有顯著的影響，但社會網絡不見得對心理幸福有

正面的促進功能。謝亞恆、謝易庭（2009）的研究分析顯示社會網絡與心理幸福有

顯著水準，學生在學校所建立社會網絡的高低及人際關係的良好與否確實會反映在

心理是否感到幸福或健康。

三、心理幸福的理論與研究

「心理幸福感」乃是個體根據自定的標準，通過對自我生存品質進行綜合性評

價，進而產生的一種穩定認知和情感體驗，如 Ryff and Keyes（1995）將心理幸福

感量表分成六大構面，包含自我接納、積極關係、生活目標、環境控制、獨立自

主、個人成長等一系列維度。Andrews and Withey（1976）曾指出幸福感是個體根

據主觀的標準對其生活滿意程度及所感受的正、負向情感上的整體評估，其中包含

了生活滿意、正向情感與負向情感三個成分。Diener等人（1999）以及 Rosenberg

等人（1995）指出個人主觀對於幸福感的評價包含幸福感（well-being）、快樂

（happiness）和生活滿意度三者意義趨近相同，其所包含的層面極為廣泛，從大範

圍幸福、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會幸福感、生活滿意度、正向情感、心理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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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家多以量表（scale）嚴謹的程序進行測量，心理幸福感量表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cale，簡稱 PWBS）認為幸福不僅快樂獲得的心理體

驗，更是透過自身潛能努力不懈，而達到完美真實的表現。PWBS量表與主觀幸

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 SWB）並列為目前最常衡量幸福感的量表。國

內學者 Chih-Che Lin（林志哲），建立適用於臺灣地區之中文版「心理幸福感量表

（PWBS）」，作法是將 Diener等所發展之「心理幸福感量表」翻譯修訂為中文，

以大學生及成人為對象，選取 154人依序完成心理幸福感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

正向情感量表、負向情感量表、自尊量表、憂鬱量表之填答，並將所得資料用以檢

驗中文版量表之信效度。研究結果支持 8題的 PWBS中文版為具有合理適配之單

因素結構，因此 PWBS中文版應可作為適用臺灣地區測量心理幸福感構念的簡短

式研究工具（Lin，2015）。

實證研究方面，幸福感研究指出經濟發展而後帶來所得水準的提高，未必

能帶來幸福感的提升，有錢國家的幸福水準比不比貧窮國家來得高（Easterlin, 

1974, 1995）。許多有關所得水準和幸福感的跨國研究（Schyns, 1998，Graham 

and Pettinato, 2000），發現是幸福感來自於比較，而不是實質擁有以及可以享受

的資源量的多寡。根據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的心理機制（Kassin et al., 

2016），個人自覺的幸福感較低，但如果一般人比較的對象是大眾，則自覺幸福感

較高。也就說明了住在窮縣市中較為富裕的社區的民眾，自評幸福感較強。

國內研究方面，施建彬（1995）採需求層次理論的角度，認為個體會努力追求

如Maslow所言「生理、心理、愛與隸屬、尊重、自我實現」等不同層次的需求；

其次就人格特質來看，則是由個體特質和認知方式來解釋幸福感，不同的人格特質

（如外在歸因／內在歸因，外控／內控型人格）皆會影響看待事物心態，引發不同

的處理行為，進而感受不同程度的幸福感。陸洛（1998）則指出所謂主觀幸福感是

對生活品質的沉思評鑑，它是一種包含了高昂的正向情緒以及對整體生活滿意的主

觀感受，認知方面是指個體對生活整體品質的認知評價；情感方面則是指個體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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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情感體驗，包含樂觀、愉快等正向情感，以及焦慮、緊張等負向情感。邱惠

娟、童心怡（2010）指出教師幸福感指教師個人主觀對自己的正負向情感、生活滿

意與身心健康等方面之整體評估的一種感受與滿意程度。社會長期以來賦予教師許

多的使命與責任，因此瞭解教師的主觀幸福感受及其相關內涵便顯得非常重要，倘

若教師在自己的職涯中感受快樂與幸福感，則教師會對教學充滿熱情與活力。該研

究也提出增進教師幸福感的策略。張芳全（2017）則認為，以社會階層來說，高

社經地位的家庭所擁有的財務資本、學習資源、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較多，可以讓

子女有幸福感的條件較多；相對地低社經地位的家庭子女的上述資源與各項資本較

少，可提供幸福感條件就相對減少。

四、人際信任的理論與研究

信任議題最早在 1950年代，開始由心理學者進行有系統的討論，社會學者和

經濟學者也從不同角度討論信任這個概念，經濟學者從交易成本理論為出發點，如

經濟學者定義信任為「相信是雙方之間的互相信賴，相信在交易過程中，彼此都不

會做出傷害對方的行為」。因此信任是一種「正向的預期」，使人在風險狀態中願

意相信他人的行為動機對自身是有益且無害的。因此，信任關係在實際經濟行動中

是有具體效用的。信任的產生有些是和信任對象的個人特質有關，有些則是和集體

和制度有關，不全然附屬於個人特質上。

Coleman（1988）認為信任是對人際間關係的主觀看法，將信任視為對廣泛

他人人際來往回報性的一般信任，包含主觀認知和內化的信任規範觀。Putnam

（2000）主張健康的市民社會應該高度參與社團，在社團中可產生相互來往的關

係網絡進而彼此產生信任。Ikeda（2013）發現東亞社會的家父長式和諧的政治文

化價值觀，使得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及一般信任都具有正面效應，相較於西方社

會而言。Zucker（1986）則進一步將信任的來源區分為三種，包括：(1)基於個人

背景特質所產生的信任，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親人、世族，基於血緣或宗教關係而產

生的信任感；(2)基於過去互動經驗所產生的信任，這種信任並沒有血緣連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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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而是基於熟悉感，例如曾經有過愉快的互動與交易經驗，而產生的信任感；最

後則是 (3)基於制度（正式社會結構）所產生的信任，這種信任沒有血緣背景與互

動經驗基礎，有如面對一個全然陌生的客體，但行動者仍是可能相互信任，乃是因

為其交易有制度性的保障，例如契約、證照、評鑑制度。

關於人際信任面向，社會學家陳介玄、高承恕（1991）對於台灣企業的研究，

提出「信任格局」的概念，認為所謂信任是指一種「人際信任」，是一種針對特

定個人的親近、熟悉所衍生的信任。這與典型西方基於契約所界定的權利義務是

不同的。因為這種「人際信任」是由「親」而「信」。換句話說，其信任的建立

是特定的、主觀的，而不是基於客觀的標準。心理學家鄭伯壎（1995）提出華人

企業主在用人時的三種認知向度，分別是：（1）關係格局：關係的親疏遠近；

（2）忠誠格局：忠誠度高，聽話認同，或忠誠度低，不聽話不認同：（3）才能

格局：勝任能力強或平庸。進一步將這三種格局延伸出企業組織成員分為八種原

型（prototype）:（1）經營核心（親 /忠 /才）；（2）事業輔佐（親 /忠 /庸）；

（3）恃才傲物（親 /逆 /才）；（4）不肖子弟（親 /逆 /庸）；（5）事業伙伴

（疏 /忠 /才）；（6）耳目眼線（疏 /忠 /庸）；（7）防範對象（疏 /逆 /才）；

（8）邊際人員（疏 /逆 /庸），不像一般人對家族企業「非親不用」的誤解，家

族企業主會因對象類型不同，而有不同的信任與互動法則（陳皎眉、王叢桂、孫蒨

如，2014）。

實證研究方面，黃賀、蘇英芳（2005）以銀行業人際信任為自變數，銀行業

從業人員工作滿意度為應變數，職位別與社會信任度為調節變數，綜合探討對銀行

業從業人員工作滿意度之影響。結果顯示人際信任度與銀行從業員的工作滿意度乃

是以正直歸屬、保守科層與上下互信等因素為基礎；職位與社會信任度變數對銀

行業人際信任與銀行從業員的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產生顯著的調節作用。陳嵩

等（2011）以上司－部屬間的人際信任為焦點，探討上司家長式領導（包括仁慈、

德行及威權領導）、部屬「知覺被上司信任」對部屬工作績效（包括角色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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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組織公民行為）的個別及交互作用影響，研究顯示上司仁慈及德行領導行為對

部屬「對上司的信任」及「知覺被上司信任」呈顯著正向影響，部屬「知覺被上

司信任」對其「對上司的信任」亦呈顯著正向直接影響。敖恒宇、張宇樂、方偉

晶（2018）依據 2017年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所進行的「香港年青人生活狀況調

查」，分析顯示個人因素（例如性別、出生地及宗教信仰）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不

大，家庭財政狀況及家居條件有著促進作用。此外人際信任及社會制度信任對他們

的生活滿意度亦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中研院曾進行針對南韓、日本、臺灣、中國大陸的「東亞社會資本調查」，是

第一次有機會以標準化的測量題目，針對四個東亞社會進行個人日常生活接觸的調

查，依照其分類，三種類型的信任命名為：人際信任、制度信任、一般信任，研究

發現，四國在「非常信任／信任親戚和朋友」比例都高達九成以上，顯然在最核心

的關係上，都具有最高度的信任感，但臺灣和中國的民眾「非常信任／信任鄰居和

同事」的比例是較高於日本和南韓，且臺灣和中國具較高度的「社區鄰里關心與支

持」，呈現比較高度的鄰居信任（熊瑞梅，2014）。

參、研究設計

一、資料來源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對 2017年《宜蘭地區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

第二次基本調查》資料進行量化分析。該研究計畫主持人為國立宜蘭大學應用經濟

與管理學系蕭瑞民副教授，並有多位專家學者參與。研究對象以設籍宜蘭縣內年滿

20歲之居民為母體，其抽樣設計採分層系統抽樣法，依鄉鎮市人口進行分層，再

以系統抽樣法抽出所需樣本數，力求樣本對母群體具代表性。調查以面訪進行，蒐

集資料期間為 2017年三至五月，總共回收有效樣本數為 1,203，各鄉鎮市的實際出

抽樣本如表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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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鄉鎮母體、預期抽取、實際抽取樣本數

鄉鎮市
20歲以上 抽取

實際抽出
完訪成功

樣本數人口數 樣本數

宜蘭市 75,352 950 941 219
羅東鎮 55,048 700 700 160
蘇澳鎮 33,893 450 448 103
頭城鎮 24,505 300 300 72
礁溪鄉 29,825 500 497 87
壯圍鄉 20,308 250 250 61
員山鄉 26,819 350 250 78
冬山鄉 43,608 550 545 128
五結鄉 33,147 400 400 99
三星鄉 18,212 250 248 55
大同鄉 4,493 150 380 68
南澳鄉 4,346 150 390 73
合　計 369,556 5,000 5,349 1,203

二、變項界定

（一）自變項

本文之自變項為「社會階級」，依據原始問卷，該題為「E、階層位置與主觀

認同」第 3-1題：「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是屬於某一個階級，請問您會說您是屬於哪

一個社會階級？」分析時將之轉換為連續變項，分為五級：中產階級 5分、小資本

家階級 4分、勞工階級 3分、農民階級 2分、無產階級 1分。

（二）中介變項

本文之中介變項為「網絡規模」，依據原始問卷，該題為「F、社會信任與人

際網絡」第 6題：「當您在生活上碰到一些困難（如工作上、錢財上、法律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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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要找人幫忙）時，你想到最可能幫助你的大概有幾個人？」，選項有八個： 0

人、1-2人、3-4人、5-7人、8-10人、11-15人、16-30人、16-30人，分析時將之

轉換為連續變項，計分方式為各選項取組中點，視為社會網絡規模。

（三）依變項

本文之自變項為「社會階級」，本文之依變項為「心理幸福」，依據原始問

卷，該題為「U、其他」第 4題：「整體而言，您覺得您的生活幸福嗎？如果以 0

分表示很不幸福，10分表示非常幸福，請問您目前的幸福程度有幾分」。直接以

受訪者填答分數進行分析。

（四）調節變項

依據原始問卷，本文之調節變項總共有二項，分別為：

1. 人際信任：

 依據原始問卷，該題為「F、社會信任與人際網絡」第 1題：「一般說來，請

問您認為大部分的人是可以信任的嗎？」分析時將之轉換為連續變項，計分方

式為「幾乎 都可以信任」5分；「大部分可以信任」4分；「一半可以信任」3

分；「大部分不能信任」2分；「幾乎都不能信任」1分。

2. 經濟能力：

 依據原始問卷，該題為「U、其他」第 1題：「請問您現在這個工作，您個人

平均每個月收入多少元？」依據受訪者填答值進行分析。

三、研究架構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先以中介效果測試社會階級至心理幸福過程中，網絡規模的中介效果；

再以調節式中介模型測試人際信任、經濟能力扮演的調節角色。模型設定如下：

（一）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採學界廣為依循的 Baron and Kenny（1986）、MacKinnon et al.（2004）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報
Journal of Soci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第 7 卷  第 2 期（2024.12）

21

之三階段法，評估是否具完全中介效果 （complete mediate effect）：1. 自變項

（X） 顯著影響中介變項（Me）；2.自變項（X）顯著影響依變項（Y）；3. 同時

將 X、Me納入迴歸模型，X對 Y的預測力會顯著下降。若控制Me之後 X→ Y預

測力仍顯著，稱為部分中介效果（partial mediate effect）；若控制Me後 X→ Y預

測力變得不顯著，則為完全中介效果。本研究假設 1-1、1-2、1-3將驗證社會階級

（X）、網絡規模（Me）、心理幸福（Y）之間的中介效果，如圖 1所示。為詳盡

分析中介、調節式中介模型，本研究援用 Hayes（2018）開發的 PROCESS套裝軟

體，此為以線性迴歸為基礎的路徑分析，用於估計與探索調節式中介模式中交互作

用與條件式間接效果的計算工具。圖 4之中介效果以 PROCESS套裝軟體中 model 

4之架構進行分析。

圖 4

「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福」之中介效果模型（M4）

（二）調節式中介效果分析

以「X→Me→ Y」的中介模型為基礎，進一步考慮調節變項（Mo）效果。

在 X對 Me、Me對 Y，以及 X對 Y預測過程中納入 Mo，稱為「調節式中介效

果」，此乃中介效果和調節效果的組合，指的是 X→ Me→ Y的中介效果會隨

著 Mo的改變而改變（Edwards & Lambert, 2007；Hayes, 2018；Wang & Preacher, 

2015）。本研究驗證社會階級（X）至網絡規模（Me）關連中，人際信任╱經濟

能力（Mo）的調節效果，以及Mo在 X→Me→ Y間的調節式中介效果，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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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PROCESS套裝軟體中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採 model 7架構分析，模型設定為

兩個迴歸模型：一是以網絡規模為依變項，社會階級、人際信任╱經濟能力，以及

階級╱經濟與信任兩者交互作用項為自變項。

圖 5

「人際信任╱經濟能力」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M7）

本研究進行的另一項測試，是驗證網絡規模（Me）至心理幸福（Y）關連中，

以及社會階級（X）至心理幸福（Y）關連中，人際信任╱經濟能力（Mo）分別對

兩條路徑的調節效果，即為Mo在 X→Me→ Y間的調節式中介效果。如圖 6所

示。

圖 6

「人際信任╱經濟能力」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模型（M15）

PROCESS對此調節式中介效果則採 model 15架構分析，模型亦設定為兩個迴

歸模型：一是以網絡規模為依變項，社會階級為自變項；二是以心理幸福為依變

項，社會階級、網絡規模、人際信任╱經濟能　力，以及階級與信任╱經濟、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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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信任╱經濟兩者交互作用項為自變項。PROCESS結合兩模型進行條件式間接效

果分析，判斷有無調節式中介效果（Hayes, 2018; Preacher et al., 2007）。若調節效

果存在，進一步以 Aiken and West（1991）繪製調節效果交叉圖，以釐清調節作用

發生的環節。

四、研究假設

依據以上研究架構，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1-1： 社會階級會影響網絡規模。

假設 1-2： 社會階級會影響心理幸福。

假設 1-3： 網絡規模會中介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M4）。

假設 2-1： 人際信任會調節社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的關係。

假設 2-2a： 人際信任會調節網絡規模與心理幸福的關係。

假設 2-2b： 人際信任會調節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的關係。

假設 3-1a：  延續假設 2-1，人際信任對「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

式中介效果成立（M7）。

假設 3-1b：  延續假設 3-1a、3-1b，人際信任對 「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 

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M15）。

假設 4-1： 經濟能力會調節社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的關係。

假設 4-2a： 經濟能力會調節網絡規模與心理幸福的關係。

假設 4-2b： 經濟能力會調節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的關係。

假設 5-1a：  延續假設 2-1，經濟能力對「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

式中介效果成立（M7）。

假設 5-1b：  延續假設 3-1a、3-1b，經濟能力對 「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

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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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分析

一、分析變項之描述統計

首先進行本研究變項的次數分配基本描述，總樣本數為 1,116人。性別約為　

1：1，樣本分布十分平均。族群身分以「本省閩南」比例最高，達 82.5%，但原住

民也佔了 13.1%。受訪者年齡世代以 50-64歲最多，佔全體 28.4%；最年輕世代僅

14.7%，比例最低。教育程度則以「高中職」最多，佔全體之 25.8%；但「大學及

以上」也佔了 23.6%。居住地區變項將宜蘭 12個鄉鎮市分為四個等級，「工商市

區」（含宜蘭市、羅東鎮）比例最高，達 31%；「偏遠鄉鎮」（含大同鄉、南澳

鄉）比例最低，原鄉僅佔 12.3%。

宗教信仰方面以「民間信仰」比例最高，達 32.3%；但無任何宗教信仰者也

超過總樣本二成（21.9%）。自變項社會階級結構以「勞工階級」比例最高，幾乎

達總數之半（48.7%）；「中產階級」也有 23.7%的比例。中介變項網路規模以

1~3人比例最高；為 43.6%；4~6人次之，為 29%。依變項心理幸福原為 1至 10

分，表 4重新分組，1~4分僅佔全體 6.2%；5~6分、7~8分皆非常多，分別佔全體

的 38.4%、36.4%。調節變項之人際信任以「一半的人可以信任」比例為總數之半

表 4

研究對象之基本資料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性
別

女生 561 50.3

宗
教
信
仰

佛教 171 15.3
道教 186 16.7

男生 555 49.7
民間信仰 360 32.3

族
群
身
分

台灣閩南人 921 82.5 一貫道 11 1.0
台灣客家人 22 2.0 天主教 49 4.4
大陸各省市 27 2.4 基督教 95 8.5
台灣原住民 146 13.1 無宗教信仰 24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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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年
齡
世
代

20-29歲 164 14.7
社
會
階
級

無產階級 187 16.8
30-39歲 182 16.3 農民階級 76 6.8
40-49歲 197 17.7 勞工階級 543 48.7
50-64歲 317 28.4 小資本家階級 46 4.1
65歲以上 256 22.9 中產階級 264 23.7

教
育
程
度

國小以下 255 22.8
網
絡
規
模

無網絡 90 8.1
國初中 216 19.4 1~3人 487 43.6
高中職 288 25.8 4~6人 324 29.0
專科 94 8.4 7~9人 145 13.0
大學（含以上） 263 23.6 10人以上 70 6.3

居
住
地
區

偏遠鄉鎮

（大同南澳）

137 12.3

心
理
幸
福

1~4分 69 6.2

低度開發

（頭礁壯員三）

328 29.4 5~6分 429 38.4

新興市鎮

（五冬蘇）

305 27.3 7~8分 406 36.4

工商市區

（宜羅）

346 31.0 9~10分 212 19.0

婚
姻
狀
態

未婚 277 24.8
人
際
信
任

幾乎都不能信任 19 1.7
已婚 691 61.9 大部分不能信任 162 14.5
同居 3 .3 一半可以信任 549 49.2
離婚 39 3.5 大部分可以信任 364 32.6
配偶去世 106 9.5 幾乎都可以信任 22 2.0

健
康
狀
況

非常不好 0 0.0
經
濟
能
力

無收入 477 42.7
不好 123 11.0 0~2萬 84 7.5
況普通 288 25.8 2~3萬 200 17.9
良好 535 47.9 3~4萬 165 14.8
非常好 170 15.2 4萬以上 190 17.0
總計 1,1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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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大部分的人可以信任」的比例也不低，佔全體 32.6%。最後一個調

節變項「經濟能力」以無收入比例最高，達 42.7%；其餘各項比例約在一成左右。

二、中介效果評估：網絡規模在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間的中介關係

本研究首先分析網絡規模在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之間的中介效果，此部分採

Baron and Kenny（1986）程序：1.自變項對中介變項具有顯著的影響力；2.自變項

對依變項有顯著的影響力；3.同時將自變項、中介變項納入迴歸模型，自變項的影

響力會下降。如圖 7所示，社會階級對於網絡規模有顯著的直接影響（b = .3291、

p < .001），第一個條件及假設 1-1成立，社會階級對於心理幸福也有顯著的直接影

響（b = .2650、p < .001），第二個條件及假設 1-2成立。同時納入社會階級與網絡

規模，網絡規模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力也顯著（b = .0906、p < .001）、而社會階級

的影響力略下降（b = .2352、p < .001），第三個條件及假設 1-3也成立。由於自變

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力仍顯著，因此稱為部分中介效果（Baron and Kenny, 1986；

Hayes, 2018）。如同假設 1-3「網絡規模中介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之間的關係」所

言，社會階級可以透過網絡規模的中介歷程來預測心理幸福，社會階級地位愈高者

網絡規模愈豐富，網絡規模愈大者，心理幸福感愈高。

進一步以表 5詳細檢視中介關係，社會階級對於心理幸福的總效果為 .2650、

圖 7

網絡規模在「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之中介模型（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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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效果為 .2352，間接效果則為兩者差額的 .0298，標準誤為 .0086，計算出 Z值

為 3.4651（p<.05），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檢定法則，間接效果顯著。

三、人際信任在「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效果分析

除了中介關係之外，本研究的另一個研究焦點在於「調節效果」的測試，因此

接下來探討社會階級透過網絡規模影響到心理幸福過程中，人際信任扮演何種角

色？首先在「階級地位—社會網絡—幸福感」路徑中加入交互作用變項，以測試

「人際信任」變項的調節效果，如圖 8所示，社會階級與人際信任之交叉相乘項對

於網絡規模具有顯著的影響力（b = .2928、p < .01），假設 2-1「人際信任會調節社

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的關係」獲得支持，社會階級對於網絡規模的影響會因為人際信

任的高低，產生不同程度的作用。

圖 8

人際信任在「階級地位—社會網絡—幸福感」之調節式中介模型（M7）

表 5

中介效果模型之總效果、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比較

Effect SE t p LLCI ULCI
總效果 .2650 .0433 6.1228 *** .1801 .3499
直接效果 .2352 .0429 5.4783 *** .1509 .3194

Effect Boot SE Z p Boot LLCI Boot ULCI
間接效果 .0298 .0086 3.4651 ** .0142 .0484

註：*p < .05、**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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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為調節式中介模型的條件式間接效果分析，驗證「社會階級—網絡規模」

之間，三個高低不同程度的「人際信任」之調節效果是否有顯著作用。分析顯示，

在中度人際信任（95% Boot LLCI/ULCI = [.0075, .0371]）、高度人際信任（95% 

Boot LLCI/ULCI = [.0171, .0729]）時中介效果達到顯著，低度人際信任（95% Boot 

LLCI/ULCI = [-.0264, .0262]）時不顯著。

表 6

調節式中介模型之條件式間接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分析

人際信任
Boot

間接效果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社會階級 低 (2.4221) .0014 .0133 -.0264 .0262

↓ 中 (3.1864) .0217 .0077  .0075 .0371

網絡規模 高 (3.9506) .0419 .0142  .0171 .0729

接著分析調節式中介效果，檢視調節式中介模型間接效果與條件式間接效果

的信賴區間（Hayes, 2018），表 7顯示調節式中介效果檢驗指標之信賴區間不包

含 0（Index = .0265、Boot SE = .0149、95% Boot LLCI/ULCI = [.0011, .0589]），假

設 3-1a「人際信任對『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

（M7）」，該假設獲得證實。

表 7

調節式中介效果（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分析

Index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人際信任 .0265 .0149 .0011 .0589

假設 2-1證實「人際信任會調節社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的關係」，即表示：

「社會階級對於網絡規模的作用，會因為人際信任的高低，產生不同程度的影

響」—但其中的關係究竟如何？為了更清楚說明其關連，即參考 Aiken and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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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將預測變項與調節變項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代入迴歸模型進行繪

圖，如圖 7所示。表 6所謂「條件式」，就是將人際信任分為高／中／低三組以探

求社會階級和網絡規模間的關聯，圖中呈現代表高信任組的綠線呈現從左中到右上

走勢，即「社會階級和網絡規模的正向關聯性」，意思就是：「認同社會上能夠信

任的人偏多」這個群體，他們的階級地位愈高時，社會網絡的規模也愈大；反之，

社會階級地位低者，網絡成員則偏少。至於「認同社會上能夠信任的人偏中」這個

群體，雖然他們的社會階級和網絡規模的關係仍為正，但關聯性不如高信任群體

（圖 9綠線的斜率不及紅線，且表 6的效果值也較小：.0217<.0419）。至於最後

一個「認同社會上能夠信任的人偏少」群體，圖 7中表該群體的藍線呈現水平走

勢，表 6的效果值極小，檢定結果不顯著（Boot LLCI及 ULCI包含 0），所以不

討論此一群體的調節效果。

圖 9

人際信任在「階級地位—社會網絡」之調節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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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 Hayes（2018）PROCESS model 7的測試後，接下來測試 model 15，

亦即「中介變項—依變項」、「自變項—依變項」部分調節效果，以圖 8觀之，

即為人際信任在「網絡規模—心理幸福」、「社會階級—心理幸福」路徑中的

調節效果。圖 10分析顯示：網絡規模與人際信任的交乘項不顯著（B = -.0223、

p > .05），社會階級和人際信任的交乘項也不顯著（B = -.1071、p > .05），並未支

持假設 2-2a「人際信任會調節網絡規模與心理幸福的關係」、假設 2-2b「人際信

任會調節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的關係」，兩個假設均未獲得證實。

圖 10

人際信任在「階級地位—社會網絡—幸福感」之調節式中介模型（M15）

表 8為調節式中介模型的條件式間接效果分析，驗證「網絡規模—心理幸福」

之間，三個高低不同程度的「人際信任」之調節效果是否有顯著作用。分析顯

示，無論是低度人際信任（95% Boot LLCI/ULCI = [.0159, .0637]）、中度人際信任

（95% Boot LLCI/ULCI = [.0143, .0519]）、高度人際信任（95% Boot LLCI/ULCI = 

表 8

調節式中介模型之條件式間接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分析

人際信任
Boot

間接效果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網絡規模 低 (2.4221) .0362 .0122 .0159 .0637

↓ 中 (3.1864) .0306 .0095 .0143 .0519

心理幸福 高 (3.9506) .0249 .0082 .0103 .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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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0428]）時中介效果皆達到顯著。

另在調節式中介效果的檢驗方面，表 9顯示調節式中介效果檢驗指標之信賴

區間有包含 0（Index = - .0074、Boot SE = .0057、95% Boot LLCI/ULCI = [-.0200, 

.0024]），假設 3-1b「人際信任對「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

介效果成立（M15）」，此一假設並未獲得支持。也就是說，無論是處於高╱中╱

低等級的人際信任，網絡規模的大小，都不會影響到心理幸福與滿足。由於不具備

調節式中介效果，故不繪製 Aiken and West交互作用圖。

表 9

調節式中介效果（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分析

Index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人際信任 -.0074 .0057 -.0200 .0024

四、經濟能力在「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效果分析

除人際信任外，本研究的另一個議題要討論「經濟能力」的調節作用，一樣援

用「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的基本模型，分析此過程中第二個調節變項

「經濟能力」是否也發揮同等的調節效果？分析結果如圖 11，對網絡規模而言，

經濟能力與社會階級的交乘項不顯著（b = .0263、p > .05），但網絡規模對心理幸

福（b = .0906、p < .001）、社會階級對心理幸福（b = .2352、p < .001）影響力都非

圖 11

經濟能力在「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模型（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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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顯著。於是假設 4-1：「經濟能力會調節社會階級與網絡規模的關係」，並未獲

得支持。

表 10為調節式中介模型的條件式間接效果分析，驗證「社會網絡—網絡規

模」之間，三個高低不同程度的「經濟能力」之調節效果是否有顯著作用。分析

顯示，無論是低經濟能力（95% Boot LLCI/ULCI = [-.0038, .0285]）、中經濟能力

（95% Boot LLCI/ULCI = [-.0008, .0385]）、高經濟能力（95% Boot LLCI/ULCI = 

[-.0097, .0661]），間接效果皆未達顯著。至於調節式中介效果的檢驗，表 11之效

果檢驗指標信賴區間有包含 0（Index = .0024、Boot SE = .0042、95% Boot LLCI/

ULCI = [-.0051, .0120]），假設 5-1a「人際信任對「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

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 (M7)」，此一假設並未獲得支持。

表 10

調節式中介模型之條件式間接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分析

經濟能力
Boot

間接效果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社會階級 低 (0.0000) .0128 .0082 -.0038 .0285

↓ 中 (2.1125) .0179 .0100 -.0008 .0385

網絡規模 高 (4.7358) .0241 .0190 -.0097 .0661

表 11

調節式中介效果（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分析

Index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經濟能力 .0024 .0042 -.0051 .0120

最後驗證「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過程中，經濟能力在網絡規

模和心理幸福的調節效果。圖 12顯示經濟能力和網絡規模的交乘項達顯著（b=-

.0155、p<.01），假設 4-2a「經濟能力會調節網絡規模與心理幸福的關係」獲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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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但經濟能力和社會階級的交乘項未達顯著（b=.0007、p>.05），則不支持假設

4-2b「經濟能力會調節社會階級與心理幸福的關係」。

圖 12

經濟能力在「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模型（M15）

表 12為調節式中介模型的條件式間接效果分析，驗證「網絡規模—心理幸

福」之間，三個高低不同程度的「經濟能力」之調節效果是否有顯著作用。分析

顯示，無論是低經濟能力（95% Boot LLCI/ULCI = [.0212, .0801]）、中經濟能力

（95% Boot LLCI/ULCI = [.0161, .0603]）、高經濟能力（95% Boot LLCI/ULCI = 

[.0084, .0391]），間接效果皆達顯著。至於調節式中介效果的檢驗，表 13之效果

檢驗指標信賴區間未包含 0（95% Boot LLCI/ULCI = [-.0104, -.0019]），假設 5-1b

「社會階級→絡規規模→心理幸福」之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M15）」獲得支持。

表 12

調節式中介模型之條件式間接效果（Conditional indirect effects）分析

經濟能力
Boot

間接效果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網絡規模 低 (0.0000) .0466 .0149 .0212 .0801

↓ 中 (2.1125) .0359 .0112 .0161 .0603

心理幸福 高 (4.7358) .0225 .0079 .0084 .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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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調節式中介效果（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分析

Index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經濟能力 -.0051 .0022 -.0104 -.0019

由於調節式中介效果成立，因此以 Aiken and West（1991）繪製「經濟能力對

網絡規模與心理幸福之交互作用」，從圖 13觀之，無論是高收入的虛線、中收入

的長虛線、低收入的實線，都呈現出網絡規模和心理幸福之間的正向關係，其中又

以實線的斜率最大、虛線最小，意思就是「經濟地位較低」這個群體，他們的網絡

規模愈大，體會到的幸福感愈高；而「經濟能力較高」的群組，網絡和幸福之間的

關係仍是存在，但關聯性相對較弱。

圖 13

經濟能力在「社會網絡—心理幸福」之調節型態

7.25

7.00

6.75

6.50

6.25

幸
福
Y

網絡Me

.00 2.00 4.00 6.00 8.00

經濟M2
.00
2.11
4.74
Interpolation Line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報
Journal of Soci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第 7 卷  第 2 期（2024.12）

35

伍、結論

一、研究結論

現今台灣社會普遍生活無虞，物資缺乏的日子離我們很遠，但心理幸福卻是重

要議題，它甚至超越了物質條件，成為人們評量未來是否具希望的關鍵。官方和民

間的調查皆顯示宜蘭縣是個令人幸福的地域，但是針對宜蘭人「何以覺得幸福」？

始終缺乏學理上的探討。本研究以 2017年《宜蘭地區社會變遷與永續發展第二次

基本調查》大樣本抽樣調查研究所蒐集的樣本進行分析，補足了過去研究的缺口，

獲得幾個重要的結論如下：

（一）宜蘭民眾之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和心理幸福之間存在中介關係

根據理論文獻的指引，本研究以「社會階級」為自變項，「網絡規模」為

中介，共同解釋宜蘭縣居民的「心理幸福」，並且測試此關係如何因為「人

際信任」、「經濟能力」不同而有差異，以「調節式中介模型」（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做為檢證模型。首先為中介模型，驗證「社會階級—網絡規模—

心理幸福」的路徑過程中，「網絡規模」的中介效果（Baron and Kenny, 1986；

MacKinnon et al.,  2004）。此「社會階級—網絡規模—心理幸福」路徑過程中，原

本階級對於幸福感的總效果，在模型納入了網絡之後，不但網絡對幸福感的影響力

顯著之外，階級對於幸福感的影響力依然明顯，即為所謂「部分中介效果」，直接

效果和間接效果都存在。

白話地講，社會階級會透過網絡規模，傳達其對於心理幸福的作用。研究發

現，社會階級的確會透過網絡規模，影響到心理幸福，其間有正向關係，比起低階

級者，宜蘭高社會階級居民網絡規模更大，也影響到主觀幸福感愈高。由此可見，

高階級地位者人脈愈廣，對於身心的幸福有顯著的影響。這樣的關聯正足以凸顯

宜蘭社會真實的面貌。社會地位愈高者，愈有機會結交很多不同朋友，充實社會網

絡，人際網絡中的份子有些能夠達成情感性的功能，例如分享心事、情緒支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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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則是具有工具性的功能，例如法律諮詢、借貸、處理事務，無論是情感性網絡

或是工具性網絡，網絡規模愈大者，能夠聯繫到各式各樣的朋友的機會愈大、解決

困難，使得心理幸福感提升。

（二）人際信任正項調節社會階級和網絡規模間之關係

除了中介之外，本研究另一個分析重點在於「調節」效果。所謂調節

（moderation），學理上是指其對自變項 X與依變項 Y之間斜率的影響程度，也就

是在調節項不同高低程度下，原本 X與 Y關係的變化。本研究以「人際信任」為

調節變項，意思就是指在高╱中╱低程度的人際信任狀況下，原本「社會階級—網

絡規模—心理幸福」的中介關連有沒有變化；也就是說三者的中介關係是否因為高

低人際信任，而有不同的影響模式？本論文採用 Edwards and Lambert（2007）建

議的模型將宜蘭民眾分為高、中、低「人際信任」三群，高人際信任這群人，「社

會階級—網絡規模」間關係呈現很高的正相關，地位高者網絡規模大、地位低者網

絡規模小；反之，低人際信任群體「社會階級—網絡規模」間關係不顯著，無論自

己社會地位高低，並不影響他的人脈多寡。由此可見，若是信任他人程度愈高，自

己的階級位置可直接轉化為拓展社會網絡的資源，而建立更充實的人脈，進一步提

升心理幸福感。可見人際信任的強度，扮演著促進幸福感的關鍵角色。

（三）經濟能力正項調節網絡規模和心理幸福間之關係

若說「人際信任」是軟實力、象徵「經濟能力」的每月收入則是硬實力，本研

究的第二個調節變項，就是考驗個人硬實力對於心理幸福的影響力。前一個針對軟

實力的測試，發現調節效果發生在中介效果的前半段，也就是「社會階級—網絡規

模」階段，後半段則沒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反觀硬實力「經濟能力」的調節效果，

則是恰恰相反，只發生在「網絡規模—心理幸福」階段，前半段則不顯著，可見軟

╱硬實力在幸福感因果關聯中，各自在不同階段展現顯著的影響力。

再者，本研究依舊將月收入分為高、中、低三組，每一組的「網絡規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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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都呈現了正向關聯都存在，也就是說，無論收入多寡，民眾的社會網絡人

脈規模愈大，能夠提升心理幸福感程度愈高，此正向聯結乃是十分穩定。但不同的

是，「低經濟實力」群體社會網絡—幸福感正向關聯最強；「經濟實力居中」群體

次之；「高經濟實力」群體最弱，網路能夠提升幸福感的程度最低，也就是說，經

濟能力高低與「網絡與幸福關聯性」成反比。收入較低的人，如果朋友和幫手多，

會大大提高心理的滿足與幸福感；但是以收入高的人而言，固然朋友多人脈廣也會

造就幸福感，但程度明顯較低，可見其幸福感來源不只是網絡豐厚程度。可見經濟

能力低者比較樂天知命，或許很多朋友、幫個小忙就可讓他感到很幸福，但這個邏

輯顯然不適用於高經濟能力的人。

二、實務建議

經由以上的分析，本論文提出四點實務建議：

（一）協助青年在地創業活絡經濟，提升青年世代心理幸福

為了幫助青年實踐自我，宜蘭縣政府在 2020年一月一日成立青年事務科，提

供最高 150萬元的「宜蘭青年專屬低利創業貸款」，幫助青年取得第一桶金，透

過二年貸款利息全額貼補、降低創業初期資金壓力，搭配專案管理、專人服務及專

家諮詢等「三專式」創業輔導，助其站穩創業第一步。此外，縣府也搭配「宜！蘭

人市集」品牌策略，為新創業者爭取多方曝光機會。該市集結合在地數十家青創品

牌，包含釀酒、異國餐飲、文創觀光、遊戲等多元樣態，引入表演藝術活動，搭

配 DJ、舞者、演唱者等，打造具有宜蘭特色及「在地國際化」的市集形象，提升

青創品牌的知名度、跨界交流合作及深耕拓銷。縣府積極組建「創業大聯盟」，攜

手宜科青年及在地大學，打造資源共享平台，提供整合行銷、募資、創業知識、產

學合作、研發、業師等服務。目前，已協助多加新創品牌，成功通過今年地方產業

創新研發補助（SBIR）計畫（蘭陽農業發展基金會，2020）。宜花東長期以來被

認為就業機會比不上西部，是好山好水但經濟活動不熱絡的「後山」，這種錯誤的

刻板印象往往影響青年不願在地落地生根，年輕人力外流也使得人口結構老化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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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於快速。如上所述由公部門帶領擴增青年就業機會，伴隨著企業進駐帶動經濟發

展、青創頭家激發熱情活力，使得年輕人覺得留在宜蘭有錢賺、有希望，有出人頭

地的機會；由青年頭家當火車頭，自然能夠帶動且活絡產業經濟，年輕人是社會的

希望，青年世代的幸福就是整個社會的幸福。

（二）拓展老年世代網絡規模，增強人際互動之幸福感受

以上是年輕世代的建議，除此之外，在老齡化日益嚴重的宜蘭，老年世代更需

關心。宜蘭民眾的社會網絡規模、人脈充足性確實可以有效提升主觀幸福感，是本

研究的重要發現，原因在於情感性與工具性功能獲得滿足，另一方面，網絡的豐富

直接關聯到平日社會互動的多樣性與繁複性，人是群居的動物，與人互動的確可以

造就心理愉悅，其中又以老人最需關心。本研究發現 65歲以上老人不但階級地位

最低、收入最低、社會網絡規模最小、人際信任感最低，就連幸福感也是最低，明

顯低於其他各年齡層。職是之故，建議宜蘭的公、私部門相關單位，可以健全正

式、非正式的交友平台，增加老人互動機會，如結合各地社區關懷據點、社區發展

協會、樂齡學習中心、長青俱樂部、長照 2.0各類社區服務據點、老人會等社區組

織，發展結合服務、健康、休閒、樂活、心靈五合一之服務模式。以提供居民拓展

社會網絡的機會，多交朋友多從事公開、健康的社交活動，藉此提高心理幸福感

受。衛福部訂定的「社區防疫人力工作指引」指出，將成立因應 Covid-19關懷中

心，由護理志工進駐，主動關懷因疫情而居家隔離、居家檢疫民眾，提供相關心理

支持與關懷，協助社區防疫及關懷老人事項。過去社區關懷照顧據點成立且普及之

時，針對老人（特別是獨居）關懷訪視、送餐、健康促進、電話問安，雖然不用花

費巨大成本，但是可提供老人溫馨且幸福的感受。

（ 三）以志願服務提升社會人際信任，老齡志工尤其珍貴

人際信任除了對於拓展網絡規模、提升幸福感有顯著效果外，在社會階級影響

人際網絡的過程當中，也存在明顯的調節效果，可見「對他人信任與否」在今日宜

蘭社會中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然而，如何提高對他人的信任感？特別是現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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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虛擬化的社會，由於詐騙橫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疏離，要重回過去前工

業時代的人際信任關係十分不易。本研究認為擔任「志工」是相當具體且有效的入

手點，自發性地從事志願服務，從服務他人的過程當中不但能夠獲得自身精神意義

上的滿足，也能夠提升對他人的信任度。以志願服務觀之，2020年我國領冊志工

有 99萬 4,553人，總服務時數 8,619萬 7,694小時，總產值達 136億 1,923萬元，

志工人力投入在衛生福利領域（41.2%）比例最高，這些龐大的人力提供台灣社會

非常巨大的力量。主管機關衛福部宣稱以社區互助、互信為基礎，串連社區居民和

資源，進而重建強化社區及社會之互助網絡。目前全國 65歲以上志工人數 28萬

1,013人，佔志工總數 28.3%，佔全國 65歲以上總人口數之 7.42%，亦為相當龐大

的人力，政府應促進高齡志工參與，擴充長者志願服務機會，透過社區、村里、機

關、團體深化高齡志工宣導，這是助人，也是自助。

（四）堅持環保與觀光路線藉以揚昇民眾心理幸福與光榮感

心理幸福是一個主觀的測量，個人覺得自己「幸不幸福」？其實影響因素非常

多，大至外在的環境，小至個人內心皆然，台灣社會基本上是一個非常和諧而且美

好的家園，人民心裡大多是安定的，在這種狀況下，要提升人民的心理幸福感並不

困難，政府當局若能提供人民生活環境的穩定，應該就能夠達到目的。台灣世界新

聞傳播協會日前公布各縣市施政滿意度調查，在非六都 16縣市的競爭排名中，宜

蘭縣排列第三，與去年排名第 11相比之下進步神速。在十大施政調查項目，宜蘭

以「環境保護」與「觀光旅遊」拿下第一名金獎，兩大施政項目滿意度在 16縣市

中奪下全國第一，也肯定了宜蘭縣長期以「環保立縣」的政策走向，宜蘭民眾幸福

感程度除金門、澎湖外，台灣本島宜蘭縣民的幸福感指數最高（邱明瑜，2021）。

天下文化採用經濟力、環境力、施政力、文教力、社福力等五個項目；經濟日報則

是以居住、收入、就業、社群關係、教育、環境品質、健康、政府治理、安全、生

活滿意度等指標計算民眾的幸福感，以宜蘭縣而言，政府能夠保障民眾在環境保護

與觀光旅遊上的高品質，是積極正確的方向；此外，宜蘭縣是一個高齡老年化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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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政府應確保高齡者在老化過程中能夠維持活力與尊嚴，並有足夠的休閒設施與

活動安排，以及照顧者的喘息空間，使其能夠蓄積能量再出發，積極推動「在地老

化」與「福利社區化」。宜蘭有好山好水優越的天然條件，地方政府能夠提供民眾

身心安定與環境安全，加以人際網絡的綿密豐足，自然就能夠讓民眾滿足，提高宜

蘭居民心理的妥適舒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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